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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系统阐释罗伯特·罗森伯格对后现象学的政治理论化探索。面对后现象学因缺乏规范性维度而

遭受“政治哲学维度缺失”的批评，罗森伯格通过“内外兼修”的路径推动其转型：在内部，他将“技

术调节”、“技术多元稳定性”及“技术习惯化”等核心概念政治化；在外部，他联合芬伯格的批判建

构主义、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女性主义立场论，为后现象学注入规范性基础与权力分析视野。由

此，他构建了以“技术物作为政治斗争场域”为核心的微观技术政治分析框架，并创制了“变更交叉检

验法”这一批判性方法论。尽管该思想在规范性融贯性及微观–宏观衔接上存在局限，但它为后现象学

介入现实政治批判提供了可行性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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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 Robert Rosenberger’s political-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postphenomenology. Confronting the critique of postphenomenology’s “political deficit” due to its lack 
of a normative dimension, Rosenberger promotes its transformation through a dual strategy of inter-
nal refinement and external alliance: internally, he politicizes core concepts such as “techn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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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on,” “multistability of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ical habituation”; externally, he integrates 
Andrew Feenberg’s critical constructivism, Bruno Latour’s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thereby infusing postphenomenology with a normative foundation and a power-
analytical perspective. In doing so, he constructs a micro-techno-poli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cen-
tered on the idea of “technological artifacts as sites of political struggle,” and creates the critical 
methodology of “variational cross-examination.” Although this theoretical approach has limitations 
in terms of normative coherence and the linkage between micro- and macro-levels of analysis, it 
provides a feasible pathway for postphenomenology to engage in real-world political cri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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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技术哲学“经验转向”以来，后现象学以其对“人–技术–世界”关系的精细描述，成为重要理论

范式。它将技术理解为调节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媒介，驳斥了技术工具论与实体论，在阐释技术如何塑

造知觉、行动与道德体验方面成果显著。 
然而，后现象学过度聚焦技术调节的“如何”，相对忽视其背后的社会权力结构与规范性维度，在

面对技术政治、伦理等核心议题时解释力不足。这一局限被学者们概括为后现象学在“政治哲学维度上

的缺失”，即其分析往往悬置价值判断，缺乏对社会政治语境的充分考量，存在默认既定权力关系的潜

在保守倾向。这引发了一个根本理论困境：描述性的后现象学能否及如何发展为具有现实批判力与社会

变革指向的技术政治理论？ 
美国技术哲学家罗伯特·罗森伯格的思想探索正是对这一困境的集中回应。罗森伯格洞察到，后现

象学对情境性、反本质主义与实践导向的承诺，恰恰为其政治理论化提供了潜能。其工作核心在于探索

一条使后现象学“政治化”的可行路径，即通过对外部批判理论资源的策略性联合与对内部核心概念及

方法论的创造性改造，系统构建一套微观技术政治分析框架，并发展出“变更交叉检验法”这一可操作

的批判方法论。国内学者如刘永谋、谭泰成[1]；李三虎[2]等已经注意到罗森伯格对后现象学技术政治理

论的探索过程，但都并没有系统阐述罗森伯格探索的完整过程。 
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罗森伯格如何通过对后现象学的政治理论化探索，使其走向一种有效的

技术政治理论？其理论的内在逻辑、核心命题与方法论创新是什么？本文首先将剖析后现象学“政治哲

学维度缺失”的根源与罗森伯格理论改造的双重动因，继而阐述其“内外兼修”的改造策略，接着系统

分析其构建的核心理论框架与方法论，最后评价其学术贡献及理论局限。 

2. 为何探索：双重动因与理论革新的必然性 

2.1. 现实动因：敌意设计与微观技术政治的紧迫性 

罗森伯格的理论思考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其集中体现在敌意设计这一全球都市空间中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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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敌意设计指的是通过精心设计公共空间中的技术物与建筑元素(如长椅、屋檐、花坛、地面纹理)，
以物理方式阻止或阻碍某些被视为“不受欢迎”的行为(如躺卧、滑板、乞讨、露宿)的设计策略。其实例

不胜枚举：伦敦 Camden 镇那布满棱角、无法躺卧的混凝土长椅；美国许多城市公园中装有间隔扶手的

座椅；商业建筑屋檐下防止鸟类(隐喻性地指向人群)栖息的尖刺；立交桥下为驱离无家可归者而浇筑的水

泥锥体；乃至公共垃圾桶的特殊开口设计，旨在阻止拾荒者翻找。 
敌意设计的政治性在于其运作机制的隐蔽性、物质性与去主体化。它通常不依赖于明确的法令告示

或警察的在场强制，而是将社会控制与排斥的意图直接铭刻在物质形态之中。权力通过物的中介，以非

话语、非表征的方式，直接作用于身体，规训行为，分配空间权利。这种“通过设计的管理”对传统政治

理论构成了深刻挑战：它表明，政治权力不仅存在于国家机构、法律条文和意识形态宣传中，更弥散于、

物化于我们每日生活于其中的、看似中性的技术–物质环境里。它迫使哲学追问：一把长椅如何超越了

其作为休闲设施的惯常功能，成为了执行社会排斥的政治行动者？这种物的政治如何与更广泛的社会不

平等(如无家可归者问题)相关联？ 
对于擅长分析具体技术物如何调节人类经验的后现象学而言，敌意设计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同时也

是极具挑战性的经验场域。它要求后现象学不能止步于描述长椅如何调节坐姿体验，而必须深入剖析这

种调节背后所承载的权力关系、价值冲突与社会后果。然而，经典的后现象学工具箱在面对这一要求时，

却显得力不从心，这直接引向了第二个动因——后现象学内部政治哲学维度缺失。 

2.2. 理论动因：后现象学的“政治哲学维度缺失”及其内在潜能 

后现象学自诞生以来，其“政治哲学维度的缺失”便成为学界持续批评的焦点[3] [4]。这一缺陷并非

指其完全无视政治，而是指其在将技术经验描述与政治权力分析进行系统性、规范性整合方面存在结构

性不足。具体而言，其“政治哲学维度的缺失”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对社会历史语境的相对忽视。经典后现象学分析往往聚焦于“人–技术–世界”的意向性关

系三角，精于描述技术如何调节个体或小群体的知觉、认知与行动(如显微镜如何扩展视觉，手机如何改

变注意力)。然而，这种分析常常相对忽略了该技术得以被发明、设计、生产、推广、接受和使用的更广

阔的社会历史脉络、经济动力、政治决策与文化价值冲突。技术仿佛是从社会真空中浮现，其调节效应

似乎仅关乎个体与世界的意向性关系，而与资本、阶级、种族、性别等宏观权力结构无涉。如 Wessel Reijers
和 Mark Coeckelbergh 认为，后现象学缺乏对社会政治层面的关注[5]。这使得其分析在解释像敌意设计这

样明显由特定社会议程驱动的现象时，显得片面和缺乏深度。 
其二，规范性维度的匮乏与潜在保守性：受现象学描述传统影响，后现象学倾向于采取一种“价值

中立”的描述姿态，致力于描述技术调节的经验结构，而对这种调节的伦理正当性、政治公正性等规范

性问题，缺乏内在的、系统的批判框架和评价标准。如 Lemmens 认为后现象学主张对具体技术做经验分

析却完全忽视技术运作及使用的社会背景是不现实的，他指出“关于资本主义，后现象学保持了彻底的

沉默”[6]这种悬置价值判断的倾向，可能导致其分析默认了技术所嵌入的既定社会秩序与权力关系，从

而带有潜在的保守主义色彩。 
其三，能动性分析的微观局限。后现象学强调人与技术的“相互构成”，打破了主客二元论，这是一

大贡献。但在分析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时，其对人类集体能动性(如社会运动、制度设计者、资本力量)与
非人行动者(技术物)之间复杂的权力互动，以及宏观社会结构如何通过无数微观的技术调节得以再生产

与巩固，缺乏足够的理论工具和关注焦点。其分析尺度往往停留在个体或小群体与技术物的直接交互，

难以跃升至对系统性、结构性不公的批判。 
罗森伯格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未因这些缺陷而否定后现象学，反而从中看到了将其政治理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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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潜能。首先，后现象学的反本质主义与关系存在论本身就拒斥了技术中立论，承认技术内在地具有

调节(包括政治性调节)人类经验与世界关系的可能性。这为思考技术的政治效应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其次，其对情境性、具体性与实践导向的坚持，要求分析必须扎根于具体的技术实践与使用情境，这恰

恰与微观政治分析关注日常实践、物质细节的需求高度契合。最后，其核心概念——如“调节”、“多元

稳定性”、“技术透明度”——虽然未被充分政治化，但其理论内涵本身就指向了意义的开放性、权力的

物质化以及感知的社会建构，为政治分析预留了丰富的概念接口。 
因此，罗森伯格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现实问题的紧迫性要求后现象学必须解决后现象学在政治

哲学维度的缺失；而后现象学内在的理论潜能又为其政治化改造提供了可能。这构成了罗森伯格探索后

现象学技术政治理论的背景。 

3. 如何探索：双重策略与批判性理论建构 

3.1. 借助外部理论赋予后现象学以规范性基础 

罗森伯格清醒地认识到，后现象学自身缺乏成熟的政治规范性框架和系统的社会权力分析工具。因

此，他借助芬伯格的批判建构主义、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及女性主义的立场理论等外部规范性理

论，以赋予后现象学一个基本的政治规范性框架。 
其一，与批判建构主义的联合。芬伯格的批判建构主义的核心在于揭示技术的未确定性与社会建构

本质。技术并非沿着一条预定的、必然的轨迹自主发展，其具体形态是不同社会行动者(如工程师、管理

者、用户、社会运动)在特定历史与社会背景下，基于各自利益、价值观和世界观进行斗争、协商与妥协

的结果。在他看来，技术所带来的社会以及生态后果具有“偶然性”，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决定论追问的

现代技术体系与生态环境必须二选一的难题是不切实际的[7]。技术既不是中立性的工具，也不是独立于

人的天命。“技术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特定形式。技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的产物，因此任何给定的

技术秩序都是一个朝向不同方向发展的潜在的出发点，但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则要取决于塑造这种技术

秩序的文化环境”[8]。芬伯格尤其关注技术如何可能被设计来固化现有的社会等级与统治关系，同时也

积极探索通过技术民主化来干预技术设计，使其服务于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与人类解放目标。 
罗森伯格精准地抓住了芬伯格思想中关于技术作为政治斗争场域以及技术发展具有民主潜能的核心

洞见。“批判建构主义与后现象学之间存在着许多富有成效的联系途径。在此，我想特别探讨其中一条：

从稳定性维持或挑战等级制度的可能性角度来分析技术的多元稳定性”[9]。他将此与后现象学的“技术

多元稳定性”概念进行深度嫁接。技术的不同“稳定性”(用途与意义)不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可能性清单，

而是关联着不同的社会利益、权力格局与生活方式。对哪种稳定性成为社会技术网络中“主导稳定性”

的争夺，实质上是政治斗争在物质层面的具体化。例如，公共长椅的“就坐”稳定性与“躺卧”稳定性之

争，是无家可归者生存权、市民休闲权与城市管理者的秩序逻辑、商业地产利益之间斗争的微观体现。

通过这一联合，罗森伯格为后现象学注入了历史性、斗争性的维度以及明确的规范性指向。技术的多元

稳定性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主导稳定性的建立与替代稳定性的形成是各种社会利益权力博弈的产物，而

这种权力博弈可以为社会公正或平等做出贡献。这使得对技术调节的分析，从静态的结构描述，转向了

对动态的权力博弈与价值冲突的政治批判。 
其二，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联合。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彻底打破了传统社会学中人

类中心主义与主客二元论，主张将人类与非人行动者(如技术物)置于平等的地位，共同视为塑造社会现实

的能动者。ANT 强调“转译”过程，即“行动者(个人或集体，人类或非人类)不断努力用自己的语言、问

题、认同或兴趣把另外行动者的语言、问题、认同和兴趣翻译出来”[10]。关注行动者之间如何相互合作

形成相对稳定的行动者网络。其“物质铭刻”概念至关重要：设计者将特定的行为模式、社会规范、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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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写入”人工制品的物质形态之中，使其能够持久、稳定地规约后续使用者的行为。 
罗森伯格借鉴 ANT 的分析方法来解剖敌意设计背后的权力网络。防睡长椅上的扶手间距、倾斜的座

面、坚硬的材质，将“禁止躺卧、排斥无家可归者”的城市管理意图，固化在混凝土与钢铁之中。他运用

ANT 追溯网络的方法，来分析是哪些人类行动者(市政官员、设计师、警察、商户、普通市民)与非人行

动者(城市规划法规、监控摄像头系统)结成了联盟，共同塑造并维持了长椅“仅容就坐”这一主导稳定性。

然而，罗森伯格也指出了 ANT 的局限性：它擅长描述网络如何形成、稳定与行动，但对于网络内部存在

的结构性权力不对称、系统性价值冲突以及为何某些行动者(如无家可归者及其支持组织)被系统地排除

在网络之外或被迫服从，缺乏足够的分析工具与批判锋芒。后现象学的“多元稳定性”概念恰好能弥补

这一点，它解释了为何同一技术物会成为不同网络(城市管理网络 vs.无家可归者生存网络)争夺的焦点，

揭示了冲突的根源在于对技术物意义(稳定性)的根本性分歧。“行动者–网络理论非常适合解释长椅在被

纳入一个网络的同时又被排斥于另一个网络的过程中是如何被改变的。但是，多元稳定性的概念对于解

释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特定的冲突，即长椅作为床的特殊物质准备和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偶然存在的对

这种替代稳定性的需要，是非常有用的”[11]。通过这一联合，罗森伯格为后现象学装备了分析复杂社会

技术网络、物质性权力运作以及非人行动者能动性的精细工具。 
其三，与女性主义立场论的联合。女性主义立场论的核心主张是：知识是情境化的，所有认知都源

于特定的社会位置。处于社会边缘和受压迫地位的群体(如女性、少数族裔、工人阶级、无家可归者)，由

于其独特的、被压迫的生存经验，以及对主流权力结构的“双重意识”(既了解其规则，又切身感受其排

斥与伤害)，往往能够揭示那些被主导群体视角所遮蔽、扭曲或自然化的社会现实与权力关系。因此，追

求更客观、更公正的知识与社会安排，必须从边缘群体的生活经验出发，并将其视角系统性地纳入研究

与决策过程。 
罗森伯格将这一核心洞见确立为其技术政治批判的伦理基石与认识论原则。他强调，要全面、深刻

地理解一项技术的政治效应，特别是其不公正、排斥性的面向，必须优先倾听和关注那些被技术“主导

稳定性”所压制、伤害或边缘化的群体的经验与诉求。无家可归者对防睡长椅的体验——不仅是身体的

不适，更是尊严的受损与归属感的剥夺——是揭露该设计政治本质的关键。他们的“替代稳定性”主张

(将长椅视为必要的栖身之所)，不仅是一种技术使用的可能性，更是对主导权力逻辑的抵抗与对更包容性

城市权利的诉求。女性主义立场论确保了罗森伯格的批判不会沦为技术专家或特权市民视角的独白，而

是始终以“从下往上看”的视角，将边缘群体的福祉与正义作为批判的根本标尺。这为后现象学的政治

分析注入了强烈的伦理关怀、正义指向与民主诉求。 
通过这种批判性、有选择的“理论联合”，罗森伯格成功地为后现象学构建了一个稳固的“政治三

角”：批判建构主义提供了历史与规范框架，ANT 提供了网络与物质分析工具，女性主义立场论提供了

伦理与认识论基点。三者共同作用，使后现象学得以同时处理技术的价值负载性、权力网络的复杂性以

及社会正义的紧迫性。 

3.2. 在内部发展出带有批判性质的变更交叉检验法 

罗森伯格对后现象学政治化理论路径探索的另一大发展就是将唐·伊德继承于现象学传统的、具有

描述性研究性质“变更分析法”发展成具有政治批判性质的“变更交叉检验法”。变更交叉检验法是一

种对相关技术物的主导稳定性与替代稳定性的政治性对比分析的理论方法。其最主要的理论目标是系统

分析相关技术多元稳定性格局的政治意蕴。 
罗森伯格继承了伊德的变更分析法的核心思路，但认为该方法存在扩展规范性研究的可能性。他与

维贝克一同将伊德这种对变更分析法的描述性研究归于“消极”类的用途，即这种用途只是在理论上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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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技术拥有固定不变的本质的观点，而不涉及对具体技术案例所呈现的规范性维度探讨。同时，变更分

析法还有“积极”类的用途，即通过对技术多元稳定性的变更分析，来考量除了主导稳定性之外还有那

些替代稳定性，从而揭示具体技术物的不同可能性，促使人们反思主导稳定性所潜藏的各种价值内涵。

“在这类项目中，进行变更分析并非仅仅是为了证明一项技术实际上是多稳态的(如在消极用法中)，而是

为了研究‘主导’稳定性之外的其他稳定性，并思考这些替代稳定性可能会让我们对主导稳定性有何认

识”[12]。 
这种变更分析法的积极用途，实际上为罗森伯格将描述性变更分析法发展成带有政治批判性质的变

更交叉检验法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行性。既然通过对一项技术物的描述性变更分析可以发现其所具有的不

同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之中有着主导稳定性和替代稳定性的区别，并且理论上技术的不同稳定性在现

实中表现为不同的技术使用方式，而技术使用方式可以与不同的社会网络相联结(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观

点)，不同的技术使用方式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必然会带来不同的政治效应，或是加强现有权力结构，或

是削弱现有的权力结构(批判建构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说，通过将技术多元稳定性概念进行政治化改造，

对一项技术多元稳定性的研究不仅仅有着伊德所言的现象学描述性研究意义，更有着罗森伯格所言的政

治规范性研究意义。 
由此，罗森伯格发展出了一种带有政治批判性质的变更交叉检验法。其理论不再是为了描述一项技

术物的开放性意义，从而批判技术具有固定本质的抽象论点，而是为了通过有目的地对比一项技术物的

主导稳定性与替代稳定性，揭示在技术多元稳定性的可能性空间之中，某些稳定性如何成为“主导”，

而另一些稳定性如何被压迫或者被限制成为“替代”。变更交叉检验法摆脱了变更分析法的价值中立，

带有明确的规范性立场与价值判断，从而将技术从一种无价值涉及的认识对象转变为政治斗争的核心领

域，并且为反抗技术压迫提供了方法论上可行的操作方案。 

4. 探索的结果：核心理论框架与方法论体系 

4.1. 核心视角：技术物作为动态的政治斗争场域 

罗森伯格理论最根本的贡献，在于确立了一种看待技术物的全新政治视角。他超越了技术工具论(物
是中性工具)和技术实体论(物是自主力量)，也不同于简单地将技术视为社会关系的“反映”。他提出，

技术物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充满张力的政治斗争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不同的社会力量、价值观念、

生活方式围绕着“技术物应该是什么、应该用来做什么”(即其主导稳定性)进行着持续不断的争夺、协商

与妥协。技术物的物质形态，正是这些斗争暂时性稳定化的结果，是权力关系的凝结与物化。因此，分

析任何技术，都不能忽视其内在的政治性，即它总是处于特定的权力网络之中，并执行着特定的政治功

能(无论是巩固还是挑战现有秩序)。 

4.2. 三大核心命题 

基于上述核心视角，罗森伯格提炼出三个相互支撑的核心命题，构成了其理论的分析骨架：其一，

技术内在地调节权力关系。这是其理论的存在论基础。技术调节从来不是价值无涉的。由于技术总是以

特定的方式塑造着人类感知世界、采取行动、与他人互动的可能性，它必然会对资源的分配、机会的获

取、身份的建构以及社会关系的模式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影响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敌意设计是此命题的

典型例证：它通过物质设计调节(实为剥夺)了无家可归者对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其二，技术多元稳定性是

政治斗争的焦点。这是其理论最具创新性的部分。技术的政治性并非抽象存在，而是具体地体现在对其

“多元稳定性”的定义权争夺上。社会总是试图将某些稳定性确立为“主导的”、“合法的”、“正常

的”，而将其他稳定性贬斥为“替代的”、“越轨的”、“需要被纠正的”。这种“主导”与“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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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与斗争，是社会权力博弈在微观技术层面的直接体现。一把长椅是“座位”还是“床铺”的争议，本

质上是关于城市空间权利、社会包容性与生存尊严的政治斗争。其三，技术习惯化导致政治遮蔽。这揭

示了微观权力得以持久运作的心理–身体机制。当一种技术使用方式及其承载的权力关系因反复实践而

沉淀为无意识的身体习惯，技术本身便在体验中“透明化”，其政治意图被遮蔽。对于特权群体，不公正

的设计因其“透明”而不可见，从而免于批判；对于边缘群体，这种设计则持续地以“不透明”的障碍形

式被痛苦地感知。这种感知的差异，正是权力不对称的体验性证明，也是权力结构得以自然化和巩固的

关键。 
这三个命题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链条：技术具有政治调节的潜能，这种潜能在现实中表现为对技

术稳定性的定义权斗争，而特定的斗争结果(主导稳定性)通过习惯化过程被自然化，从而隐匿了其政治性，

确保了权力结构的稳定。 

4.3. 一套方法论：变更交叉检验法 

如前所述，变更交叉检验法是罗森伯格政治理论化探索的方法论结晶。“我建议在变更分析之后的

下一步可以称为‘变更交叉检验’。这指的是对各种稳定性进行批判性的相互对比。通过将特定稳定性

相互比较，我们可以了解它们的特性”[13]。它将上述理论框架转化为可操作的分析程序，其包含三个逻

辑递进的步骤： 
第一步：变更分析。此步骤旨在执行现象学“悬搁”，打破对技术物的惯常理解，开放性地列举其在

具体情境中所有潜在的用途与意义，即“多元稳定性”。例如，对于公共长椅，不仅列出“座位”，还需

识别其作为“床铺”、“置物台”或“社交点”的可能性。这为后续批判奠定基础，旨在揭示技术意义的

开放性。 
第二步：政治性交叉检验。这是该方法的批判核心。在识别出“主导稳定性”(如长椅的“就坐”)与

“替代稳定性”(如“躺卧”)后，需从三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以追溯权力网络。其一物质定制。分析物

理设计(如扶手间距、材质)如何铭刻意图，鼓励主导稳定性并抑制替代稳定性。其二，网络与相互塑造。

追溯塑造并维持此格局的行动者网络，包括人类(如设计师、市政管理者)与非人行动者(如法规、话语)。
其三行为与习惯。分析当前格局如何通过“技术习惯化”被不同群体内化，导致“政治遮蔽”——使不公

正的设计对特权使用者变得“透明”而不可见。 
第三步：批判性综合与干预。基于交叉检验的诊断，明确技术物所执行的政治功能(如空间排斥)。进

而，基于技术固有的多元稳定性，探寻在设计(倡导包容性设计)、政策(修改不公法规)、认知(打破政治遮

蔽)与使用(创造性挪用)四个关键节点进行民主化干预与重塑的可能性，推动更公正稳定性的实现。 

5. 评价 

5.1. 主要学术贡献 

其一，对后现象学技术政治理论的积极探索与拓展。2024 年，作为后现象学开创者的伊德去世后，

维贝克和罗森伯格二人联合写作了一篇文章《伊德：1931~2024》用以纪念与回顾后现象学的发展历程。

在此文中，他们总结了伊德所提出的后现象学的核心贡献在于找到了一条从哲学层面深入描述人类与技

术之间关系的理论，并指出后现象学未来发展的新路径在于“结合其他外部理论来推进后现象学对人与

技术关系的研究”[14]。罗森伯格对后现象学的技术政治理论的探索，正是对这一条路径的积极探索。这

一探索主要有两个部分，核心概念的创新以及方法论的创新。他将后现象学的描述性核心概念，如技术

调节、技术多元稳定性和技术透明度进行了深刻的政治化阐释。技术调节被明确为权力关系的调节；技

术多元稳定性被区分为主导稳定性与替代稳定性的斗争场域；技术习惯化则与“政治遮蔽”效应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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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权力得以隐匿和巩固的微观心理机制。这种改造使后现象学从一套描述“技术如何作用”的工具，

转变为能够诊断“技术为何如此作用及其政治后果”的批判理论，进一步推进了后现象学的未来发展。 
其二，对建构性技术哲学微观政治维度的丰富。罗森伯格的思想积极响应了菲利普·布瑞所倡导的

“建构性技术哲学”的号召，即技术哲学应积极介入并设法改变技术的社会影响[15]。他的工作体现了从

“反思”走向“建构”的实践取向。变更交叉检验法不仅旨在诊断技术不公，其第三步“干预可能性”明

确指向了在设计、政策、认知与使用等多个节点进行民主化变革的具体路径。这使得他的理论超越了一

般性的社会批判，成为一份旨在推动技术环境朝着更公正方向重塑的行动指南。该方法为非专家的公众、

设计师、政策制定者等不同行动者提供了清晰的角色定位与分析工具。它教导公众如何解码身边技术的

政治脚本，启发设计师在源头纳入边缘群体视角，也提示政策制定者需要创建更具包容性的制度环境，

从而在微观层面推动了技术治理的民主参与。 
其三，为技术民主化进程提供新的后现象学理论参照。在关于“技术如何更民主”的经典争论中(如

芬伯格与温纳的理论)，罗森伯格引入了独特的后现象学视角，为技术民主化贡献了新的理论资源与实践

思路。基于技术多元稳定性命题，他强调任何技术安排(主导稳定性)都并非唯一或必然，而是特定权力网

络暂时稳定的结果。这从存在论层面肯定了技术民主化是可能的——通过对稳定性斗争格局的干预，技

术完全可以被重塑以服务于更广泛的公共利益。他将技术民主化的实践，从传统的参与式设计、技术评

估等宏观制度环节，扩展至对日常技术使用习惯的反思、对不公正设计的创造性挪用、以及通过艺术与

话语打破“政治遮蔽”等更为多元的微观实践。这为技术民主化运动提供了更丰富、更贴近日常生活的

可行策略。 

5.2. 理论局限 

其一，规范性基础模糊及相对主义困境。由于后现象学自身缺乏内生性的规范伦理框架，罗森伯格

的批判立场严重依赖外部理论的“嫁接”。他所联合的批判建构主义(关注分配正义与权力结构)、女性主

义立场论(关注承认正义与边缘体验)等，各自有一套价值优先顺序。当这些价值在具体案例中冲突时，例

如，在公共卫生间设置紫外线灯以防止吸毒，是应优先考虑公共安全，还是吸毒者的尊严？其理论缺乏

一个元规范框架来进行裁决和排序，可能导致批判在复杂情境前陷入沉默或随意性。规范性基础的模糊，

使得在面临艰难的价值取舍时(如效率与公平、安全与自由)，其理论难以提供明确的抉择依据，从而在最

需要指导的复杂政治决策面前，其实践效力可能被削弱。而且由于其方法极度依赖具体情境分析，这固

然是其优势，但也可能削弱批判的普遍性。公正与否的判断似乎完全依赖于对特定“技术–情境网络”

的分析，这使得建立普遍的技术伦理原则变得困难，并可能滑向“在此情境不公，在彼情境或许合理”

的相对主义困境。这种困境源于行动者网络的“对称性”原则与批判建构主义或女性主义立场论“价值

立场”之间的认识论冲突，行动者网络要求在研究中将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如法规、设计物)置于平等地

位，以价值中立的描述性方式追踪权力网络的构成与运作。而批判建构主义或女性主义立场论则坚持“批

判性不对称”，主张必须优先分析技术背后的资本运作逻辑或采纳边缘群体的受压迫经验作为批判的出

发点，其认识论都具有明确的规范性指向，旨在揭露和挑战不公正。这使得其批判的规范性基础始终部

分外在于其描述框架，难以统合而不矛盾。 
其二，方法论在微观与宏观的技术政治结构分析衔接薄弱。 
变更交叉检验法非常关注具体的技术人工物所呈现的权力关系，这是其在微观技术政治分析的关键

切入点。但从宏观的政治结构来看，技术的权力关系承载体很有可能是一种“非具体的抽象存在”，比

如一把长椅的设计，可能受到市政预算削减、全球钢铁价格波动、标准化工业生产模式等多重宏观力量

的塑造。这些力量是资本循环、利润率追求、全球化分工的逻辑体现，而非某个设计师的明确意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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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交叉检验法能追溯到安排敌意设计的具体政策以及供应商，但难以将低成本、标准化、易安装这些物

性特征，与市政服务的资本化、公共产品供给的商品化等这些归属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内容深刻联系起

来。并且，在批判敌意设计的意识形态因素上，变更交叉检验法没有同宏观的意识形态批判相互联系。

这一方法能揭示“维护市容”话语对无家可归者的排斥性，但难以充分分析这套话语本身是如何在更广

阔的社会意识形态，如将贫困个人化、将公共空间私有化、将整洁等同于安全与发展中被系统性生产出

并赋予常识性力量的。 

6. 结语 

罗伯特·罗森伯格通过“内外兼修”的双重策略——对外批判性地联合芬伯格、拉图尔和女性主义

立场论，对内发展出“变更交叉检验法”，他系统性地构建了一套以“技术物作为政治斗争场域”为核心

的微观技术政治理论框架。这套框架包含三大紧密相连的命题，并配备了一套可操作、具有建设性指向

的批判方法论。 
罗森伯格的工作，丰富了技术哲学的政治维度，将批判的锋芒精准地指向了塑造我们日常生活的微

观物质环境。他告诉我们，政治不仅发生在议会和街头，也发生在公园的长椅、街头的摄像头和手机的

算法里。理解并改变我们的技术世界，需要一种能够解码物化权力、倾听边缘声音、并积极探寻干预可

能性的批判性实践智慧。尽管其理论在规范性融贯性与宏观衔接上仍有深化空间，但罗森伯格无疑为后

现象学，探索出一条具有思想启发性以及现实关切的分析道路。这条道路提醒我们，在技术日益构成我

们存在境遇的今天，哲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或许就是培养我们一种“技术的政治感”——一种能觉察

技术的权力运作、能听见沉默之声、并能想象与实践更公正技术未来的批判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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